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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才是惟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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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界围绕着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影响，有过一些
争论。大体说来，人们持两种态度：一种是全盘接受，觉得西
方人说的句句是真理。这些学者常这样写文章：开头是某位
大师说了什么，然后是他再说了什么，他还说什么，他又说
什么，最后，是他终于说了什么。文章到此结束。另一种态度
是，中国文论本来就成体系，西方文论来了，中国人不说自
己的话了，一味学语，最后把自己的东西全丢了。他们写起
文章来，除了批国外文论外，就是呼吁回到古代文论。古代
文论是在对古代文学的点评和论述中形成的，其根基在古
代文学。时代变了，我们日常说话都不再“之乎者也”，而说
现代汉语了，文学当然要变。于是，这后一种学者是在说着
一些与我们当下的文学实践毫不相关的东西。前者是“西
化”，接受普世主义价值观；后者是“中化”，寻找纯粹的中国
性。这两种态度，都很有号召力，可以无限争论下去。事实情
况是，这么一争，文论家们就吵得不亦乐乎，听众们也迅速
跟进。有人立场鲜明，气势雄壮地选边站；有人在两者之间
作各种各样廉价的折中。吵来吵去，学术好像是繁荣了，但
结果是文论离开文学实践越来越远，越来越在术语的辨析
里钻牛角尖。这时，又出现了一种说法：要研究“没有文学的
文学理论”，或者干脆叫做“理论”。这种说法可能最初出自
国外的某个书斋，是万千种国外学说中的一种而已，但传到
中国，却仿佛找到了土壤，生根发芽，疯长起来，对文学理论
园地里的健康生态，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

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毛与皮的关系。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没有文学，哪来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学
批评、文学创作和欣赏实践，可以构成一个三角的关系。一
方面，文学批评是对文学实践的反思，而文学理论是对文学
批评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实践到批评，再到理论，构
成三个层次。但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并不能满足于这种间接
性，它又受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实践启发，并对这种实践产生
直接的影响。由此，构成理论、批评和实践的三角关系。在这
个三角关系中，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实践，应该是具有基础的
地位。其他二者，都是依附在它之上产生的。

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谈论文学理论的中与外的关
系。我们无论对古代文论还是对外国文论，都应取一个“用”
的态度。古代文论在古代是“体”，在今天就不是“体”了，外
国文论在这些文论所产生的国家和时代，也曾经是“体”，但
对我们就不是“体”了。它们只是“用”，也只能是“用”。因此，
还是那句老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具体到外国文论，需要做的，是这样三件事。
首先是“拿来主义”。外国文论，还是要“拿来”。鲁迅先

生说得好，拿来不是送来。西方送来了鸦片，我们不能要，但
不能由于西方送来过鸦片，就把门关起来，拒绝一切来自西
方的东西。晚清的那些迂腐的士大夫们就这么做，关门大
吉，做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迷梦。更有甚者，还有人一边
吸鸦片一边喊关门，结果错过了现代化的历史机缘，误国误
民。我们要去拿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过去100多年来，无数的
志士仁人，当盗火者，拿来了许多有用的东西，这才有了民
族的新生。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再次取“拿来”的态度，促进
了文学理论的大发展，也推动了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
文学繁荣。

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标准只有一条：实践。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学的创作欣赏的实践，是检验文学理
论的标准。回到“皮”与“毛”的关系，文学理论要依附在文学
实践之上。外国的理论我们要接触、要研究。这是专门的学
问，需要这方面的专家，要熟悉其语言，了解其背景，了解其
与所有生长出来的文学实践的关系。我们要有各方面的专
门学问家，他们在一道，就构成一个合力，就能使我们了解
这个世界。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整体学术实力建设，
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将国外的理论纳入到我们的文
学理论体系之中时，就需要选择。选择的标准，是当下中国
的文学创作和欣赏实践。对于理论，我们不能持教条主义的
态度，不能自说自话。在文学理论的会议上，我们常常听到
这样的声音：接地。文学理论要接地，要接上地气。不接地的
空头理论，没有前途。

我们需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自主创新。我们听到了太

多的理论终结、美学终结、文学终结、艺术终结，以及形形色
色的终结说。这些终结说，不少是大言欺人，故作惊人之语，
是叙事策略而已。但是，如果不“接地”，如果不创新，理论终
结倒是真有可能。过去的 30多年，60多年，90多年，也就是
从改革开放起，从新中国成立起，从五四运动起，中国文学
有太多的经验需要总结。当前，文学所遇到的种种新情况、
新成就、新问题，也需要我们进行分析和介入。更进一步，文
学批评中也形成了种种争论，需要理论的思考为其释疑解
惑。这些都是理论的素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

在谈到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当代中国美学以及当
代中国文化理论时，有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一些中国学者
受种种影响，不承认这些成就，特别不相信中国人可以有理
论创造。说起理论来，不是外国的，就是古人的。产生这些状
况的原因，有“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人之常情，也有长期
积累的海外汉学影响。对于一些人来说，不被海外汉学家所
承认的中国学者，就不是有成就的学者。而对于海外汉学家
来说，长期形成的西方出理论、中国出例证的研究传统，很
难一下子根本克服。于是，当代中国人所创造的理论，很难
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之中。他们会不自觉地形成当代中国理
论虚无论。这些理论虚无论，又恰好与前面所说的“西化”论
者和“中化”论者合流。各种力量构成了一个合力，对当代中
国的文学理论进行围剿。

然而，不管有多少不利的局面，不管面临怎样的围剿，
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文学理论，仍是我们所需要的。过去
90多年，60多年，30多年，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理论家们
的一些理论努力，以及他们所获得的成就，需要我们认真的
总结。当代纷繁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中国作家、批评家们
所取得的成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础。日渐强大的国家实
力和安定的学术环境，也为理论思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今
天，到了既具有当代意义的，同时又是中国式的理论成果的
时候了。能不能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成就来，这需要我们有攻
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机遇。

新诗的诗体建设是诗歌界长久以来都在探
讨的问题。从字面意思来看，“诗体”侧重于诗歌
的形式方面，因此很多观点也是从这一维度提
出的。比如国学大家季羡林就曾不无忧伤地说：

“新诗至今没有找到它的表现形式。”但我却认
为，新诗没有自己统一的表现形式，却是新诗不
幸中的万幸。假若刚刚获得解放的新诗即刚刚
从格律诗中解放出来的新诗，如果找到了统一
的表现形式，岂不是又要给自由了近百年的新
诗重新戴上手铐脚镣？重新被束缚起来？正像刚
刚废除妇女缠足的恶习之后，再给妇女缠起三
寸金莲。因此，新诗即自由诗没有统一的形式，
这完全符合提倡写自由诗的人的初衷，是合乎
自由诗的客观发展规律的，谁违背这个“自由”
的规律，谁想找一个统一的新诗的表现形式，可
以说：此路不通。若不然，为什么从闻一多提倡
新诗的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到现在的一些
理论家所提出的新诗要改革，时间已跨 80 多
年，争来争去，至今没有形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共
识呢？

在这里，我不是要完全否定新诗格律化的
必要性。实际上，在新诗的创作实践中，各种诗
歌探索，只要是出于促进诗歌发展的初心，都非
常有必要。但是，如果我们在探讨新诗的诗体建
设时，只是一味地单独强调形式的问题，可能会
舍本逐末。我认为，新诗体的建设，核心的核心、
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就是追求诗的意境美。如果舍此而不谈，
奢谈诗的形式美、绘画美、诙谐美等等，均是舍本求末的侈谈，必然
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何谓诗的意境？有的学者认为，“意”就是情意，就是主观的思
想感情；“境”就是境界，就是立体感的艺术图画。在文学作品中，

“意”不能赤裸裸地说出，需借物来表现；“境”不能是纯客观的物
象，需由意所触发。因此，所谓“意境”，可以说就是诗人的主观思想
感情与诗中所描绘的生活图景有机融合而形成的一种耐人寻味的
艺术境界，是诗人强烈的感情和生动的客观事物的交融。王国维认
为，情与景是意境的两个基本要素，情景交融是意境的基本特点，
追求感情的真挚、形象的真实和语言的真切是意境的核心。朱光潜
曾说：“每首诗都自成一种境界。无论是作者或是读者，在心领神会
一首好诗时，都必有一幅画境或是一幕戏景，很新鲜生动地突现于
眼前，使他神魂为之钩摄，若惊若喜，霎时无暇旁顾，仿佛这小天地
中有独立自足之乐，此外偌大乾坤宇宙，以及个人生活中一切憎爱
悲喜，都像在这霎时间烟消云散去了。”

朱光潜关于诗的境界说，已经把诗的意境及其作用说得极其
透彻。我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得出的经验，认为符合朱光潜诗的境
界说的意境，应该具备如下三个方面，即三化——氛围化、情节化、
意象化。具有这三化的诗，就是具有意境美的诗。氛围化就是指诗
中的气氛，是欢乐还是忧伤，是悲壮还是愤怒，是凄凉还是温馨，总
之诗人的情绪都在氛围中呈现。它具有诱人的魅力，能抓住读者的
心，让读者跟着诗人情绪，步步深入到诗的境界中去。情节化就是
指诗的故事性、戏剧性。诗人的思想、意念、志向都体现在情节的顺
序里，是诗人引领读者进入境界的巧妙构思。而意象化就是指一首
诗的形象，意境的画面感全靠意象的鲜明、准确、到位，没有意象的
诗，味同嚼蜡。因此氛围化、情节化、意象化，是构成一首诗的意境
美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这三位一体的完美结合就构成一首诗
的意境美，有了意境美的诗，就能抓任读者的心，使其走进诗人创
造的意境里。

诗的意境就是诗的灵魂。诗的意境美是奠定一首诗成功的基
础，有了这个基础，其他的诗美会应运而生。只要稍加打磨，便纷纷
呈现。你要想让诗的形式美——格律化，那就将诗句整齐划一；你
想追求音乐美，那就在节奏音韵上下点功夫；你想抒情一些，那就
将诗句带上浪漫的色彩；你想哲理一些，那就将诗句打磨得令人思
考；你想诗句含蓄一些，那就采用修辞手法暗示；你想诗句诙谐一
点，那就不妨借风趣的语言使场景生动起来……但是，如果没有诗
的意境，等于丢掉诗的灵魂。那么，你以上的打磨或雕刻都是徒劳
的。没有意境美的诗，无论是旧体诗还是自由诗，再好的形象、再好
的音韵、再好的形式，都是空的，都不是诗。

新诗自上世纪 20年代脱离旧体诗的束缚，发展到今天，已近
百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一些经过大浪淘沙、岁月沉淀之后，依然能
打动人心、与史同在的诗篇，都是继承了古典诗词中意境美的诗
篇。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臧克家的《老马》、艾
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贺敬之的《回延安》、曾卓的《悬崖边
的树》、洛夫的《边界望乡》、舒婷的《致橡树》等。这些诗的意境令人
过目难忘。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刚刚走向诗坛的所谓先锋，
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反对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一律照搬西方
诗歌模式，盲目追求诗歌的思想性、哲理性，惟独不要诗的意境美，
把诗写成晦涩难懂，味同嚼蜡的理性诗。还有一些人追求所谓语言
的本真，把诗写成脱离意境美的非诗性口语叙说，成为令人厌恶的
口水诗。理性诗和口水诗都是脱离意境美的伪诗，不可能向读者提
供令人愉悦的，暂时脱离世俗烦恼的诗的意境。既然如此，谁愿意去
冥思苦想地去读一首理性诗呢？谁愿意去读一首毫无诗味可言的口
水诗呢？新诗的边缘化，是诗人自造的恶果，是诗人自己羞辱了自己。

诗歌既然是语言的艺术，就意味着艰辛的创造。不管你是用
触景生情还是寓情于景，都需要运用各种修辞方法进行精心打磨，
创造优美的诗的意境。它是诗人追求的目标，也是评论诗歌的重
要标准。

研究惟一健在的“九叶”诗人、诗歌理论
家和翻译家郑敏的创作思想，对当代新诗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周礼红的新著《郑敏创
作思想研究——兼及1940年代以降中国新
诗发展动向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5月出版）对新诗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
望，也为新诗的研究提供一种新路径。

一、研究视角独特。作者将郑敏诗歌作
品及其诗学理论作为一个典型个案进行全
方位考察，通过分析郑敏创作思想如何由现
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过程，折射出
20 世纪新诗发展的历程，试图为当代新诗
的建设寻找一种有价值的启示。著作中以
新诗的发展为主线，将郑敏的人生、诗歌、诗
论和翻译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郑敏
1986 年以前的创作思想基本是现代主义
的，而1986年以后基本转向后现代主义；郑
敏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思想先是受美国的当
代诗歌和解构主义的影响，其后在郑敏的后
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郑
敏运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提出反对二元对立
的思维模式，倡导当代女性诗歌应是超性别
写作，主张新诗应是心灵的书写；郑敏创作
思想的转变，反映了中国新诗从学习西方到
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历史性转变。

二、结构新颖。该著采用明线和暗线双
线并进的结构，明线是微观的、具体的，暗线
是宏观的、概括的，明线是写郑敏的创作思
想如何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暗线
是揭示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接受中
西诗学的影响。

从明线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论证独到
之处：其一，对郑敏创作思想梳理清晰。作
者认为郑敏在1986年以前属于现代主义的
创作，主要受里尔克的影响；1986年后基本
转向后现代主义，主要受德里达的影响。这
一梳理是清晰完整的。在讨论郑敏后现代
主义创作思想形成中，从郑敏所受美国当代
诗歌的影响和解构主义影响入手，并结合
1986 年以后郑敏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持之有据、论述周密。其二，作者

对郑敏诗歌前后期创作进行对比研究，并运
用西方现代诗学理论去概括总结其不同的
审美倾向与社会影响，这是具有较大理论难
题的一次有益尝试。因为时间跨越几十年，
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对其影响差别极大，这
需要研究者具有历史原场敏感度并具有较
高的艺术悟性。作者充分考察郑敏后期诗
歌对前期的超越，这是需要学理支撑的学术
判语。其三，论文充分论证郑敏诗歌受德国
诗人里尔克影响，而不是其他论者所说的是
受英国诗人燕卜生的影响，其论断较为妥
帖。郑敏学哲学出身，她对里尔克式诗歌有
着深刻的哲学感悟，其许多诗作都深深包含
着诗人对生命与宇宙的深度体验。论著在
这一方面的学术论述，颇有深意和学术价
值。

从暗线我们可以看出三点启示：其一，
中国新诗百年的发展，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出现看似中断的现象，但总体上看是与西
方诗歌呈现同步发展的趋势；其二，中国百
年诗歌潮流的发展大致和西方发展趋于一
致，但中国诗歌有自己的语言特色，既体现
了中国诗歌的民族特征，也体现了中外诗学
的互补功能。第三，新诗的发展在当代文化
转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方法上勇于创新。该著作并不
是一般的论述郑敏的诗歌创作，而是以中国
新诗的发展为主线，将郑敏的生活、诗歌创
作、诗论、翻译结合在一起，并放在 20 世纪
整个新诗的发展背景下，以郑敏为核心，折
射20世纪整个新诗发展的历程。这种研究
既不同于一般的诗歌作品研究，也不是一般
的诗论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颇具代
表性。作者吸收了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成果，

从而使论述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偏颇。作者
要处理的问题涉及中国古典文论、新文学、
西方的法国文论、德国文论、美国文论和俄
国文论及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学术界
不乏处理这些复杂的经验，从该书来看，作
者对相关学术领域的现状和历史是了解的，
因而处理起来比较允妥。

四、材料丰富详实。一般说来，当下人
们在做某种研究时，“资料”来源主要有三个
方面，也可以说是通过三种途径获取的。首
先就是网上检索，它方便、快捷、便于统计，
其缺点也很明显，最大的问题是，这里的所
谓资料几乎都来自于“二手”，往往都是别人
研究成果的一种显示，即使是纯资料性质的
整理文本，也都经过了别人眼睛的筛选和认
定，在这个基础上做的一些研究，可以被进
一步充实和丰富，但一般说来对主要原创性
观点的提炼，起不了太大作用。第二种资料
收集的方式比较原始，也比较费力，那就是
蹲图书馆、翻旧书和旧杂志。它方向清楚，
但目的模糊，往往几天下来，收获不大，甚至
还不知所收集的材料是否会对自己有用。
可是一旦发现了某种有用的资料，就不仅仅
是资料问题，与资料发现的同时也“发现”
了观点，这是研究者最企盼的，有时也是可
遇而不可求的。资料收集的最后一种方式，
是实地考察。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那种行路方式还不是现在人们所能够理
解和体会得到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
们现在的学术考察是坐飞机的报团旅行，而
传统的“行路”方式是“驴友”的“自由行”，但
不管是哪种行路方式，到过了和没有到过大
不一样。当我们离开了书本，与现实中的人
和事实际接触时，其所得所感，往往不能在

论文中直接“引用”，但它有时会左右我们
的情感倾向和思维路线，在意识底层强化
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程度。据我所知，本
书的作者在具体研究中，这三种资料收集
方式都用到了，而我尤其赞赏他在第二种
和第三种资料收集中所下的功夫，如果说
这本书能给人们带来一些启示的话，第一
手材料的发掘功不可没。当然做到什么程
度，是见仁见智的事情。重要的是作者在
坚持这样做。

五、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首先，该著
肯定了郑敏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指出郑
敏运用后现代主义思想提出反对二元对立
的思维模式、倡导当代女性诗歌应是超性别
写作、主张新诗应是心灵的书写的正确性。
同时，作者对郑敏的新保守主义诗学观也持
赞同态度。但是，作者也指出郑敏诗歌理论
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对待西方语言学理
论与现代汉语言学理论的关系。将西方语
言学理论运用于对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重
新解读和阐释，的确有创见。可是，这种运
用如果不能与现代汉语言学理论相结合，其
阐释成果多大程度上为现代汉语诗歌写作
所吸收和转化，仍然是存在疑问的。二是对
待二元对立结构模式的态度。二元对立结
构是后现代性对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一种理
论发现；没有这一发现作研究参照，后现代
性的无中心论、多元结构论无从显现。然
而，二元对立结构既是现代性思维方式的痼
疾（在后现代性看来），也应当视为现代性思
想资源的重要部分，是现代性对古典性思想
特征的有意识的继承，一味地贬斥它不是历
史研究的正确态度。

近百年来对新诗的发展研究，可谓众
说纷纭，有些则是截然对立的。这体现了
学术发展的常态。我以为不同见解的充分
表达和自由碰撞，只会有利于学术的发
展。青年学人在这一点上，尤其扮演了前
卫的角色，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本书阐
发的上述问题，一定会激发我们进一步的
思考。

中国新诗研究的新收获
□袁国兴

星星诗刊编辑部原主任蓝疆同志，于2014年9月16日因病逝世，享年85岁。
蓝疆，原名兰万伦。中共党员。1959 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诗集《烟花三月》《逆旅》等。

湖州师范学院教授沈泽宜同志，因病于2014年9月21日逝世，享年81岁。
沈泽宜，笔名梦洲。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的真实世界》《梦洲诗论》

《〈诗经〉新解》等。

蓝疆同志逝世

沈泽宜同志逝世

本报讯 记者从 9 月 17 日中
国国家画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中国梦·翰墨缘——中国国
家画院、天津画院、江苏省国画院、
山东画院、甘肃画院美术作品展”
将于9月25日在天津博物馆开幕。
此次展览汇集了五家画院近 160
位画家的 300余件作品，是近年来
较少见的几个地区的画院系统艺
术家的集中展示。画院体制始于五
代盛于北宋，新中国成立以后，画
院体制为弘扬和传承中国画传统、
推动中国美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
作用。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介
绍到，这次展览体现了不同地域
的书画风格，五家画院在不同地
域的文化背景下，呈现出多元的
创作取向、独特的文化特性和不
同画家表现出的不同个性特征。
据悉，天津画院和天津博物馆作
为此次展览的承办单位，为五家
画院在天津的相聚付出了极大努
力，同时为此次展览承担了许多
具体工作。江苏省国画院、山东
画院、甘肃画院等积极响应，悉
心配合，遴选了诸多精品力作参
展。 （李晓晨）

“中国梦·翰墨缘”展览亮相天津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艺术，9月20日
至 25 日，由远阳英明文化艺术中
心主办，北京收藏家协会、《中国
画家报》协办的“家国情怀”中国
画作品展在京举行。

此次展览共展出了杜若飞、
王林、王佑学、王学礼、邹梦德、陈
敬友、马耘、王永芬、李恩成、张

波、卢文清等艺术家创作的 60 余
幅 作 品 ，体 现 了 其 创 作 的 最 新
成果。艺术家们以书言志，以画
传情，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颂扬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沧桑变化，妙笔尽染神
州大地江山多娇的和谐美景，表
达了艺术家们对祖国和家乡的热
爱、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的壮
志豪情。

“家国情怀”中国画作品展举行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慕课（MOOK）”渐渐成为一种引
人注意的新兴教育方式，这种零门槛、
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不仅克服了学
习者的时空限制，更为学习者提供了丰
富的学习资料。日前，腾讯思享会邀请
汤敏、尚俊杰、姬十三一起探讨数字时
代的大学和在线教育的发展。

汤敏认为，对于大学教育来说，最
大的限制不是物理上的，而是要看有没
有好的老师和优质的教育，互联网教育
可以打破知识传播的“围墙”，也有利于
突破思想的限制。他认为，中国慕课
的发展应该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解
决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问

题、解决青年人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
尚俊杰提出，在慕课的模式下，

当代教育将发生深刻的变革。他说：
“互联网不会让所有草根都能成功，但
互联网给每个普通人提供了广阔的机
会。当那些普通人中的佼佼者有了更
多成功的机会时，许多行业的人就不
能仅仅再凭身份去垄断什么资源。”另
一位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专家姬十三近
年来持续关注慕课的发展，他经常向
年轻人推荐慕课。他认为，慕课是一
种学习新知识的很好的切入方式，它
的出现将引导人们更好地利用碎片时
间投入学习。

（行 超）

专家关注在线教育发展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9月28日
至 10月 5日，国家大剧院版歌剧《洪湖
赤卫队》将再度上演。9 月 18 日，在一
场特别的探班活动中，众主演与大剧院
特别邀请到的 5 位“洪湖老友”在排练
场中相聚。

在这5位“洪湖老友”中，董天姝和
蔡希秦是女排国家队的队友。在上世
纪 60 年代，她们每天经历着艰苦的训

练，支撑她们的力量之一就是《洪湖赤
卫队》。每次去训练的路上，全队总会
一同唱起“洪湖水”，优美的旋律让她们
忘了疲惫和伤痛，擦干眼泪振作精神。
5 位洪湖迷与剧中韩英的三位扮演者
吴娜、王庆爽、张其萍一起，唱起了那首
刻录在几代人心中的“洪湖水，浪打
浪”，在这动人旋律背后透出的是那永
远不会被忘却的赤诚情怀。

歌剧《洪湖赤卫队》再度上演
本报讯 宗教与艺术是人类文化历史

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宗教
与艺术都蕴含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并
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在中国，这二
者之间更是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关系。在当
前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人文特质该如何进行
承续和变革？近日，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
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高端人文对话系列
之“宗教与艺术”专场在京举行。潘公凯、汪
晖、沈卫荣等围绕该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对话活动中，几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宗

教和艺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并就宗教
与艺术的内涵、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人
文精神的体验与实践等话题展开了讨论，内
容丰富精彩。此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300多名师生参
与。主办方表示，举办人文对话系列活动，就
是希望在跨学科、跨文化背景的交流碰撞
中，激发一些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为学术探
究和文化构建提供一种多角度、多层面的参
考。 （清 文）

清华大学举办“宗教与艺术”人文对话


